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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2000—2020年耕地非农化
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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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陕西省延安市2000—2020年耕地非农化的时空变化特征与影响因素,为该市耕地保

护的政策制定与防止耕地非农化提供理论依据。[方法]以延安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05,2010,2020
年4期LUCC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开展研究,揭示黄土高原地区耕地非农化程度及

其动因。[结果]①2000—2020年,延安市耕地非农化面积呈现出“增—减—增”的变化,累计耕地非农化

总面积为7865.28hm2,耕地非农化率为8.45‰。②2000—2020年,延安市耕地非农化主要沿洛河、延河的

河谷川道分布,集中发生于中部和南部,核密度最大值为155.03,位于宝塔区延安新城附近;耕地非农化的

次集中区是黄陵县和洛川县,核密度最大值分别是75.95,51.77。③延安市耕地非农化现象主要发生在坡

度较低,海拔中等,地形位指数较低的地区。④延安市耕地非农化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城镇人口、户籍人

口、地区生产总值,其解释率分别为68.65%,68.45%,66.54%。[结论]延安市2000—2020年耕地非农化

现象显著,时间变化呈现波动性,空间异质性较强,是自然、人口、社会经济综合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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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hetemporalandspatialvariationcharacteristicsandtheirtheinfluencingfactorsof
cultivatedlandconversioninYan’anCityfrom2000to2020wereanalyzedinordertoprovideatheoretical
basisforpolicy-makingregardingcultivatedlandprotectionandpreventionoffarmlandconversion.[Methods]

Land-useandland-coverchangedatafor2000,2005,2010,and2020wereanalyzedtorevealthedegreeand
causesofnon-agriculturalizationintheLoessPlateau.Theresearchwascarriedoutbyusingthemethodsof
kerneldensityestimationandgeodetector.[Results]① From2000to2020,thenon-agriculturalareaof
cultivatedlandinYan’anCitychangedfollowingapatternofincrease-decrease-increase.Thetotalnon-agricultural
areawas7865.28hectares,andthenon-agriculturalconversionrateofcultivatedlandwas8.45%.②From
2000to2020,cultivatedlandconversioninYan’anCitywasmainlylocatedalongtherivervalleysofthe
LuoheRiverandtheYanheRiver.Thenon-agriculturalconversionofcultivatedlandwasconcentratedinthe
centralandsouthernregions,withamaximumkerneldensityof155.03locatednearYan’anNewCity,Baota
District.Thesub-concentrationareasofnon-agriculturalcultivatedland were Huangling Countyand



LuochuanCounty,withmaximumkerneldensitiesof75.95and51.77,respectively.③ Thephenomenonof
non-agriculturalizationofcultivatedlandinYan’anCitymainlyoccurredinareaswithlowslope,medium
altitude,andlowtopographicindex.④Themostimportantfactorsaffectingtheconversionofcultivatedland
inYan’anCitywereurbanpopulation,registeredpopulation,andgrossdomesticproduct,withexplanation
ratesof68.65%,68.45%,and66.54%,respectively.[Conclusion]Thephenomenonofcultivatedland
conversioninYan’anCityfrom2000to2020wassignificant.Thetemporalchangeswerevolatile,andthe
spatialheterogeneitywasstrongduetothecomprehensiveeffectsofnature,population,andsocialeconomy.
Keywords:non-agriculturalizationofcultivatedland;spatio-temporalchanges;kerneldensityestimation;

terraingradient;geodetector;Yan’anCity

  耕地资源是保障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资源。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
大量耕地资源被占用,耕地转化成非农建设用地的现

象日益突出[1]。2022年2月22日发布的中央一号

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指出:“落实‘长牙齿’的耕地

保护硬措施。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责,严守18亿亩

(1.20×107hm2)耕地红线。加大耕地执法监督力

度,严厉查处违法违规占用耕地从事非农建设[2]。”表
明了耕地保护的迫切性,研究耕地非农化对于保护有

限的耕地资源、防止城镇无序蔓延有重要的意义。耕

地非农化的本质是改变耕地的农业用途转化为非农

建设用地的过程,即耕地的非农占用,它具有动态性、
难逆转性、政策倾向性、阶段性和危害性等特征[3]。
目前,国内外针对耕地非农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非农

化的驱动因素[4-5]、非农化的政策[6]、非农化过程的资

源配置[7-9]、非农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10-11]方面。
例如,苑韶峰等[4]研究了耕地非农化的社会经济驱动

因素,发现受到人口、富裕度产生的正效应和第三产

业的比重高低影响,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省市的耕地非

农化程度相对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较低。郭晓炜

等[6]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视角下研究耕地保护,发现

经济效益低、制度不健全、耕地保护意识不强等问题

加剧了耕地非农化。诸培新等[9]从经济学视角研究

耕地资源非农化配置,发现耕地保护政策及相关政策

宏观调控上的失误,会导致耕地的农业获利能力与非

农化开发成本降低等问题。综合来看,我国耕地非农

化研究内容较为丰富[12],但对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

区的研究较少。同时,耕地非农化是城镇化过程中各

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时空上呈现出一个动态变

化的过程[13-15],因此研究耕地非农化需要以动态的视

角聚焦城镇发展对土地利用的影响。
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由于沟壑纵横、地形复杂,

可用于耕作的平坦土地较少,耕地多分布于河谷平缓

的阶地。丘陵沟壑区具有独特的气候、地貌与土壤条

件,因此其耕地存在总体质量较差、中低产田面积较

大、坡耕地广布、耕地后备资源匮乏、开发难度大等问

题。同时,由于城镇化的发展、特色果业的发展以及

不合理的耕作制度,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耕地面临着

“非农化”“非粮化”“轮荒耕作”等威胁。根据《延安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调整完善方案》,

2006—2014年 全 市 新 增 建 设 占 用 耕 地 面 积 累 计

3757hm2,实际新增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占新增建设

用地面积的69.57%,耕地非农化形势严峻。为此,本
文选取黄土高原典型城市陕西省延安市为研究对象,
基于2000—2020年土地利用栅格数据及相关年份的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运用核密度分析、地形梯度分析、
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延安市耕地非农化的时空格

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为延安市的耕地保护与耕

地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区概况

延安市位于陕西省北部,北纬35°21'—37°31',
东经107°41'—110°31',总面积37037km2。同时延

安市位于黄河中游地区,主要河流有北洛河、延河、汾
川河。地貌以黄土高原、丘陵为主,地势西北高东南

低,平均海拔约为1200m。北部为黄土丘陵沟壑

区,占全市总面积的72%;南部北洛河沿岸是黄土塬

沟壑区,占总面积的19%;西南、东南为土石山区,占
总面积的9%。根据DEM数据,延安市大于25°的土

地面积占区域面积的24.65%,地形起伏较大。基于

延安市2000和2020年的LUCC数据,将延安市的

土地分类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未利

用土地6类。延安市2000年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是

草地、耕地、林地,面积分别为1.59×106,1.18×106,
9.05×105hm2,所占比例分别为42.98%,31.78%,

24.45%。延安市2020年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是

草地、林地、耕地,面积分别为1.75×106,9.78×105,
9.3×105hm2,所占比例分别为47.26%,26.44%,

25.13%。2021年延安市下辖1个县级市,2个区,

10个县。根据《延安统计年鉴》,自2000年以来,
全市城镇人口增幅迅速,截至2020年全市城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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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达140.08万人,城镇化率为61.37%。2020年延

安市粮食产量为7.18×105t,与2000年相比增加

5.21×104t,地区生产总值(GDP)1601.48亿元。延

安市概况如图1所示。

图1 延安市地形地貌、河流及土地利用状况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1)30m 空间分辨率的 LUCC 数据。2000,

2005,2010,2015和2020年5期LUCC数据来自于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云(http:∥www.resdc.
cn),用于提取非农化栅格数据。

(2)30m空间分辨率的DEM 数据。来源是地

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gscloud.cn),提取

高程与坡度后用于分析延安市非农化耕地的地形梯

度特征。
(3)社会经济面板数据。延安市各县级行政区

的社会经济和粮食产量等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延安

统计年鉴》。2020年人口数据来源于第7次人口普

查。由于2000年统计年鉴中常住人口缺失,因此在

影响因素分析时使用的人口数据为户籍人口。

2.2 研究方法

2.2.1 非农化耕地的提取 根据耕地非农化的定义,
用末年的建设用地与初年的耕地叠加,获取该时间段

的耕地非农化30m栅格。计算各时间段的非农化

率,即非农化面积占初期耕地面积的比例,表达式为:

Ci=
Fi

Si
×1000‰ (1)

式中:i 表示时间段;Ci 表示某时间段非农化率

(‰);Fi 表示某时间段非农化面积;Si 表示某时间

段初期耕地面积。

2.2.2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估计法主要是借助一

个移动的单元格对点或线格局的密度进行估计,可有

效捕捉到数据分布的客观实际,因而能较好地刻画空

间分布特征。核密度估计可以分析耕地非农化的空

间聚集特征,了解具体的分布位置,最大的优势是对

耕地非农化的可视化表达。数学表达式为:

f(x)=
1
nh∑

n

i=1
K x-xi

h
æ

è
ç

ö

ø
÷ (2)

式中:n 为数据个数;h 为带宽;K 为核密度函数;
(x-xi)是估计点x 到样本xi 的距离。其中带宽h
的确定或选择对于计算结果影响很大,随着h 的增加

空间上点密度的变化更为光滑但会掩盖密度的结构;

h 减小时,估计点密度变化突兀不平[16]。先将延安市

耕地非农化的栅格图像转为点,再将每个点的值均设

为1进行核密度分析。分别对h=2000,4000,

6000,8000,10000进行试验,发现h=8000时空间

上点密度的变化较为平滑且密度的结构显示效果较

好,确定采用h=8000的带宽进行核密度估计,得到

耕地非农化的分布密度。

2.2.3 地形梯度特征 地形是影响城市建设和农业

生产的重要因素。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中,坡度和

高程的影响程度更为明显。地形位指数综合了高程

和坡度的特点,可以重新计算某一地区的地形分布特

征[17],弥补了单一海拔或高程对地形因素的影响特

点分析的片面性。基于此选取海拔、坡度、地形位指

数3个要素,求出各要素的值域后,分别划分为15个

间隔相等的梯度,研究延安市耕地非农化空间分布的

地形梯度特征。地形位指数的表达式为:

T=lg
E
E
+1

æ

è
ç

ö

ø
÷×

S
S
+1

æ

è
ç

ö

ø
÷ (3)

式中:T 为地形位指数;E,S 代表空间内任何一点的

高程和坡度值;E,S 代表该点所在研究区的平均高

程和坡度值。高程高、坡度大的空间位置地形位指数

大,而高程低、坡度小的空间位置地形位指数小[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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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探测空间分异性,
以及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法。其核心

思想是如果某个自变量对某个因变量有重要影响,那
么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空间分布应该具有相似性。包

括分异及因子探测、交互作用探测、风险区探测和生

态探测4种。使用分异与因子探测器和交互作用探

测器研究所选因子对耕地非农化影响程度的大小以

及因子间的交互作用。
(1)分异及因子探测器。研究某因子X 多大程

度上解释了耕地非农化Y 的空间分异。用q值度量,
计算表达式为:

q=1-
∑
L

h=1
Nhσ2h

Nσ2
(4)

式中:h=1,…,L 为变量Y 或因子X 的分层,即分

类或分区;Nh,N 分别为层h 和全区的单元数;σ2h,

σ2 分别是层h 和全区的Y 值的方差。q 的值域为

[0,1],q值越大表示自变量X 对属性Y 的解释力越

强,反之则越弱,q 值可表示X 解释了100×q%的

Y。q值为1表明因子X 完全控制了Y 的空间分布,

q值为0则表明因子X 与Y 没有任何关系。
(2)交互作用探测器。识别不同因子Xs 之间的

交互作用,即评估两个因子共同作用时是否会增加或

减弱对因变量Y 的解释力,或这些因子对Y 的影响

是相互独立的。方法是首先分别计算两种因子对Y
的q值,并计算它们交互时的q值,对q(X1)、q(X2)
与q(X1∩X2)进行比较。两个因子之间的关系可分

为双因子增强、独立、非线性增强、非线性减弱、单因

子非线性减弱5类[19]。

3 结果与分析

3.1 延安市耕地非农化的时空变化特征

3.1.1 延安市耕地非农化规模的总体变化特征 利

用ArcGIS中的空间叠加分析工具计算出延安市在

2000—2005,2005—2010,2010—2015年以及2015—

2020年4个时间段内的耕地非农化面积及耕地非农

化率,绘制延安市耕地非农化时间变化图(图2)。
由图2可知,延安市2000—2020年的耕地非农化面

积与耕地非农化率的变化总体上趋势一致,均为波动

上升状态,呈现“增—减—增”的变化趋势。2005—

2010年与2015—2020年两个时间段的变化最为剧

烈且呈上升趋势,说明延安市在这两个时间段内大量

耕地发生了非农化。其中耕地非农化面积与耕地非

农化率最大值出现在2005—2010年,非农化面积为

4152.96hm2,非农化率达到3.80‰,最小值出现在

2010—2015年,非农化面积为513.81hm2,非农化率

为0.54‰。

图2 延安市耕地非农化的时间变化

3.1.2 各区县耕地非农化规模的变化特征 对延安

市耕地非农化面积进行分区县统计得到各时间段延

安市分区县的耕地非农化时间变化表(表1)。由表1
可知,总体来看,2000—2020年延安市耕地非农化主

要发生在经济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的地

区。其中非农化面积最大的区县是宝塔区,面积达

2860.29hm2,非农化面积最小的区县是黄龙县,面
积为71.01hm2。非农化最为严重的5个区县分别是

宝塔区、安塞区、富县、洛川县和黄陵县。从分区县角

度来看,延安市耕地非农化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除

黄龙县外,2000—2020年延安市各区县的耕地非农

化依旧呈现“增—减—增”的趋势,其中宝塔区、洛川

县、黄陵县、志丹县和吴起县变化较为明显。按非农

化量峰值出现的时间段可将延安市13个区县分为

3种类型。第一种为峰值出现在2000—2005年,其
特征为“减—增—增”,仅有黄龙县属于这种类型。第

2种为峰值出现在2015—2020年,其特征为“增—
减—增”,且第二次增加大于第一次增加,有宝塔区和

延川县。第3种为峰值出现在2005—2010年,其特

征为“增—减—增”,但第二次增加小于第一次增加,
与延安市整体非农化的趋势相同。除黄龙县、宝塔区

和延长县,其余10个区县均属于这种类型。

3.1.3 延安市耕地非农化的核密度分析 以耕地

非农化的面积为基础,生成2000—2020年耕地非农

化变化量核密度分析图(图3),分析2000—2020年耕

地非农化的时空动态变化特征。总体来看,2000—

2020年延安市耕地非农化集中发生于中部和南部,
核密度最大值是155.03,位于宝塔区延安新城附近;
耕地非农化的次集中区是黄陵县和洛川县,核密度最

大值分别是75.95,51.77。2000—2005年延安市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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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农化发生较少,主要集中于洛川县与黄陵县东部,

2005—2010年延安市北部的宝塔区、吴起县、志丹县

的县城周边也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耕地非农化,洛川县

与黄陵县的耕地非农化进一步加剧。2010—2015年

延安市全域耕地非农化发生较少,但洛川县仍有较大

面积发生耕地非农化现象。2015—2020年延安市再

次发生较为严重的耕地非农化,主要集中于宝塔区、
安塞区、洛川县、黄陵县东部以及延川县等县城附近。
由图3可知,耕地非农化主要发生于地势较为平坦的

河谷川道地区,以延河和洛河流域为主要集中地。延

安市位于黄土高原中部,丘陵沟壑地貌复杂,地势平

缓的河谷阶地往往是较好的农田区,但有限的建设用

地和快速城镇化需求导致城乡空间发展与田争地的

矛盾突出,耕地大面积转为非农建设用地。此外,由
于城镇化用地连续扩张和蔓延,城镇周边的农田耕地

最容易被占用和侵蚀,各县级行政区的耕地非农化区

域均明显分布于县城周边,表明耕地非农化与城镇化

发展关系密切。结合延安市的地形地貌来看,延安市

东南和西南分别有子午岭和黄龙山两座山脉,山地在

南部面积所占比例较大。两座山之间的洛川县虽地

形相对平坦,适宜发展种植业和建设城镇,但土地面

积相对有限。另一方面,近年来洛川县大力发展延安

山地苹果等特色果业,同样需要大量土地,因此南部

耕地还面临着耕地“非粮化”这一威胁。

表1 延安市分区县耕地非农化的时间变化

行政区
耕地非农化面积/hm2

2000—2005年 2005—2010年 2010—2015年 2015—2020年 2000—2020年

宝塔区 172.44 1033.29 20.43 1592.73 2860.29
安塞区 107.46 229.41 9.09 142.47 465.66
延长县 0.18 35.37 1.08 48.69 78.48
延川县 80.01 135.99 3.42 113.22 215.28
志丹县 10.08 227.43 2.61 21.96 89.64
吴起县 22.77 308.88 21.69 52.56 328.77
甘泉县 51.84 159.30 16.02 47.88 225.54
富 县 128.43 230.85 37.62 68.94 399.15
洛川县 487.71 584.73 283.50 469.53 1311.21
宜川县 72.18 150.84 8.73 12.24 216.18
黄龙县 45.81 3.15 9.27 25.29 71.01
黄陵县 286.83 977.04 57.15 379.44 1499.85
子长市 22.41 76.68 41.67 37.53 104.22
总 计 1488.24 4152.96 513.81 3012.48 7865.28

3.2 耕地非农化的地形梯度特征

选取海拔、坡度、地形位指数3个指标研究延安

市耕地非农化的地形梯度效应。经计算,延安市耕地

非农化区域的海拔高度的范围是609~1670m,坡度

的范围是0°~55.50°,地形位指数的范围是0.200~
0.916。结合延安市实际,确定按间隔相等原则将3项

指标划分为15个梯度,间隔分别为70.74m,3.7°,

0.0478,并分为低(1~5)、中(6~10)、高(11~15)这
3个区段。以梯度为横轴,各梯度面积占总面积的比

率为纵轴,绘制延安市耕地非农化地形梯度效应图

(图4)。由图4可知,延安市耕地非农化5个时间段

坡度的分布特征一致性很高,均分布在坡度较低的部

分。集中分布在第2~3(3.70°~11.10°)梯度,峰值均

出现在第2(3.70°~7.40°)梯度,其中最大值出现于

2000—2005年,所占比例为34.05%。黄土高原丘陵

沟壑区地形复杂,沟壑纵横,低坡度土地面积所占比

例相对较小。而平坦的土地同时适宜发展种植业和

城市建设,导致这些地区的耕地与建设用地的土地利

用冲突激烈,耕地非农化发生较多。海拔的分布特征

一致性一般,集中分布于第5~9(891.96~1245.66m)
梯度,峰值集中出现于第8~9(1104.18~1210.29m)
梯度,其中最大值出现于2015—2020年的第8(1139.55
~1174.92m)梯度,所占比例为28.96%。表明延安

市2000—2020年耕地非农化主要发生于海拔中等的

地段,高海拔或低海拔地区较少出现耕地非农化。地

形位指数的分布特征一致性较高,集中分布于第3~
5(0.2956~0.4390)梯度,峰值集中呈现于第4~5
(0.3434~0.4390)梯度,其中最大值出现在2010—

2015年,所占比例为22.93%。可见,延安市耕地非

农化总体上集中于地形位指数较低的梯度区间,但更

低的地形位指数地区,即河流及其滩涂地区,虽然坡

度较小,但由于土壤、地质条件和生态保护等原因,不
适宜发展农业和建设城镇,因此也未出现大面积的耕

地非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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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延安市耕地非农化核密度分析

图4 延安市耕地非农化地形梯度分布

3.3 延安市耕地非农化的影响因素

3.3.1 分异与因子探测器结果与分析 耕地非农化

受地形,尤其是坡度的影响很强。但究其根本,耕地

非农化是一种土地利用现象,是城市发展与粮食生产

之间的冲突。因此,研究进一步从社会经济角度出发

分析耕地非农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参考前人[20-22]研

究成果,结合数据的可获取性,选取户籍人口(X1)、
城镇人口(X2)、地区生产总值(X3)、人均生产总值

(X4)、农林渔牧业增加值(X5)、工业总产值(现价)
(X6)、财政收入(X7)、财政支出(X8)、粮食产量(X9)

共9个影响因素,计算各影响因素的变化量,以自然

断点法将数据离散化为3层,运用地理探测器的分异

及因子探测器研究其对延安市耕地非农化的影响,计
算出相应的q值,结果详见表2。根据表2可知,延安

市耕地非农化最主要影响因素为户籍人口、城镇人口

和地区生产总值,解释率分别为68.64%、68.45%、

66.54%,表明耕地非农化与经济增长和人口城镇化

具有很高的相关性。人口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人口

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地区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在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方面,人口是劳动力,

533第4期       李宏鹏等:延安市2000—2020年耕地非农化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人口的增长带来的是劳动力的增长,进而推动经济增

长。另一方面,人口也是城市物质产品的需求者与消

费者,人口的增长势必导致建设用地需求量上升,对
耕地保护形成潜在威胁。从经济角度看,当经济发展

到了一定的水平,产业结构转型,反映到土地上就是

土地结构的转变。此外,延安市因为其特殊的自然禀

赋,煤炭与油气资源丰富,耕地还面临着采矿用地这

一特殊类型非农化的威胁。综合来看,人口是延安市

2000—2020年耕地非农化的内生驱动因素,而经济

与产业是直接驱动因素。自然、人口、经济三者综合

作用,形成了延安市耕地非农化的基本格局。

表2 延安市耕地非农化的分异及因子探测器结果

编号 因子名称  q值

X1 户籍人口 0.6864
X2 城镇人口 0.6845
X3 地区生产总值 0.6654
X4 人均生产总值 0.2768
X5 农林渔牧业增加值 0.2956
X6 工业总产值(现价) 0.0078
X7 财政收入 0.2506
X8 财政支出 0.2903
X9 粮食产量 0.0405

3.3.2 交互作用探测器结果与分析 基于交互作用

探测器,研究因子两两交互作用对耕地非农化影响的

类型与大小。结果显示,户籍人口与财政支出、户籍

人口与工业总产值(现价)、城镇人口与地区生产总

值、城镇人口与财政收入、城镇人口与财政支出、人均

生产总值与农林渔牧业增加值、农林渔牧业增加值与

财政收入的交互作用类型为双因子增强,其余因子之

间的相互作用类型为非线性增强。表明上述因子两

两交互作用时对耕地非农化的影响高于任一单因子

作用时的影响;且其他因子交互作用的q 值大于两因

子q值之和。可见,各因子对耕地非农化的作用都不

是独立的,存在两两交互作用增强的情况。根据交互

作用的q值,绘制延安市耕地非农化影响因素交互探

测结果图(图5)。交互探测结果对分异与因子探测

结果做了进一步补充。其中,户籍人口和城镇人口与

其他各因子均有较强的交互作用,说明人口城镇化引

起了居民对住房、公共服务设施和重大基础设施等的

需求增加,建设用地随之发生扩张,加剧了耕地非农

化。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与其他因子交互

作用也很强。此外,其余单因子解释力较弱的因子与

其他因子交互产生了明显的木桶效应。其中交互作

用最强的人均生产总值与农林渔牧增加值,交互q 值

为0.9897,从侧面说明,随着科技与生产力的进步,
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同等面积的土地与过去相比能产

生更多的物质产品与经济效益,客观上为耕地非农化

提供了有利条件。再如,单因子工业生产总值(现价)
解释力最弱,但工业生产总值(现价)与户籍人口的交

互作用很强,交互q 值为0.9198,说明人口与产业的

协同效应对耕地非农化也有很强的影响。

  注:X1 为户籍人口;X2 为城镇人口;X3 为地区生产总值;X4

为人均生产总值;X5 为农林渔牧业增加值;X6 为工业总产值(现

价);X7 为财政收入;X8 为财政支出;X9 为粮食产量。

图5 延安市耕地非农化影响因素交互探测结果

4 讨论与结论

4.1 讨 论

2000年以来,随着全国各地的快速城镇化,耕地

非农化现象较为突出。有学者针对该问题进行了讨

论,如李丹等[14]发现不同时期不同等级城市的耕地

非农化分布特征不同,在空间扩散路径上呈现出随时

间变化的规律;叶宇航[3]从城镇化、经济和人口的视

角总结了我国耕地非农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本文从

时、空间视角进一步分析了延安市耕地非农化的空间

分布演化特征,并验证了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河谷地

貌、经济、人口等对当地耕地非农化的影响。延安市

的耕地非农化现象是黄土高原地区的一个缩影,当前

黄土高原地区仍有大量城镇区县具有较大的经济发

展潜力和城镇化动力,耕地非农化的风险仍然较大,
必须采取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此外,除了耕地的非

农化,耕地非粮化也是耕地保护的另一潜在威胁。在

耕地保护工作中,不仅要协调好耕地与城市建设的关

系,也应该重视耕地保护与特色林果业的关系,有序

引导林果上山,不与粮争地。此外,耕地非农化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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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因素的综合影响。研究选取了社会、经济等方面

的可量化因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城镇化、产业发

展等与耕地非农化的相互关系。但需要说明的是,耕
地非农化不仅仅受这些可量化因素的影响,更受到诸

如政策、监管力度等难以量化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

独立于人口、经济与产业等客观条件,但影响效果明

显。在耕地保护政策执行力度大的地区,耕地非农化

发生率也会降低。以全国八大防护林区之一的黄龙

县为例,由于黄龙山占据全县主体、山地广布,21世

纪初黄龙县在种植业方面大多延续传统的轮作耕作

制度,坡地种植、轮作抛荒问题突出,随着退耕还林工

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耕地和

25°以上的坡耕地均恢复为林地。这些政策的推进对

控制耕地非农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最后,对耕地非农

化的统计存在一定的时间尺度效应,即选取不同的时

间间隔,统计结果会有差异。例如,2000—2010年由

于退耕还林工程,五年内耕地可能先退耕为林地,再
转为建设用地,这种情况不能称之为“耕地非农化”,
可能引起数据异常。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在识别耕地

非农化的过程中,通过遥感影像复核校验了样本的实

际变更情况,确保对耕地非农化识别的准确性。此

外,较大的时间尺度可能会导致耕地非农化面积波动

较大、变化不平滑,不利于进一步分析。因此在研究

中,应该尽可能选取较小的时间间隔进行监测,才能

更准确地掌握其动态变化。

4.2 结 论

(1)延安市2000—2020年耕地非农化现象显

著,时间变化呈现波动性。2000—2020年,延安市耕

地非农化面积呈现出“增—减—增”的变化,累计非农

化总面积为7865.28hm2,耕地非农化率为8.45‰。
城乡空间发展与农田保护的矛盾较为突出,大量耕地

被占用,耕地非农化现象不断加剧。
(2)延安市2000—2020年耕地非农化的空间异

质性较强,沿河流聚集分布明显。耕地非农化集中在

中部的宝塔区和南部的洛川县、黄陵县等城镇化较快

的地区,主要沿洛河、延河流域的河谷川道分布。
(3)延安市耕地非农化的分布受地形影响明显,

主要发生在坡度较低、海拔中等、地形位指数较低的

地区。在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城镇建设用地与耕地

对河谷平缓阶地的依赖性都很高,尽管二者对稀缺土

地的需求都很高,但耕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

障,且在地形位置较高的丘陵坡地较难开垦良田,所
以应首先严格保护农田,防止耕地非农化,而城镇发

展在控制其沿川道无序蔓延的前提下,可引导城乡空

间向川道两侧的沟谷和浅山坡地上发展。

(4)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口与建设用地需求的增

长是延安市耕地非农化的主要驱动力。地理探测器

结果显示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户籍人口、城镇人口、地
区生产总值,解释率分别为68.65%,68.45%,66.54%。
延安市耕地非农化的主要形式包括占用耕地建房、重
大工程建设、采矿及其相关工业的占用等。另外,在
双因子交互作用下,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人口与产

业的协同发展等也为耕地非农化提供了一些条件。
因此,在黄土高原城乡发展的过程中要协调好耕地保

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维护耕地数量和质量对人类可

持续发展与生存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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